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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作出了对美缓和的决策。从理性行为模式来看，60 年代末中苏冲突导
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恶化，加上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必须寻

求对美缓和; 从官僚政治模式来看，“文革”期间中国国内的政治博弈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倒台，为对
美缓和决策的作出提供了重要条件; 从决策者的个性分析模式理论来看，毛泽东善于变通、理性务实的
外交人格，使得对美缓和决策最终得以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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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外交史上，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处理其他外交事务

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对美国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在朝鲜
战争中更是兵戎相见。即使是 1959 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也依然没有呈现任何与美国缓和关系的趋势，而是
采取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政策。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国内“左”倾思潮泛滥，1966 年掀起了“文化大
革命”，外交上“反帝反修”的声浪此起彼伏。然而，从 60 年代末开始，中国外交却发生了一次 180 度的大转
变，在“一条线，一大片”的大战略之下，中国对美国的关系逐渐开始缓和。从“乒乓外交”到“波罗行动”，
从尼克松访华到 70 年代末中美建交，短短十年间中国的这一对外政策转变震惊了世界。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
中国采取了与美国缓和关系的政策?

对于实现对美缓和这一对外政策，大部分学者都看到了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宫力分析了冷战背景下大
国关系变化于对美缓和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领导人作出这一决策的动机。［1］17 － 33鲁宁指出，

对周边安全威胁及苏攻美守的国际形势的判断，使得毛泽东依据中国古代兵法中的“远交近攻”之道，作出了
对美缓和的决策。［2］83 － 86李丹慧讨论了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决定开启对美缓和之门所产生的影响。［3］158

有学者侧重于研究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及文革时期中国官僚系统内部的外交决策机制，认为官僚体制内

部的变化与中国外交政策转变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兼指出，林彪倒台使毛泽东急需在国际上有所作为
以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同时这一政治变动也为毛泽东作出对美缓和决策扫清了障碍。［4］238 － 276李捷分析了“九一
三事件”以及“四人帮”被遏制对中美关系缓和决策的影响。［5］宫力考察了文革期间中国外交的决策机制和特
点，认为官僚系统内部的这种决策机制保证了对美缓和决策的顺利作出和实施。［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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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对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进行了研究，认为毛泽东个人在对美缓和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宫力考察了“乒乓外交”这一对美缓和过程中的代表性事件，认为毛泽东成功导演了这一外交史上的杰作
并最终推动了对美缓和的实现。［7］226 － 250李潜虞则以毛泽东的个性作为切入点，认为毛泽东性格特点中的危机意识

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进而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就决定了对美缓和决策的做出。［8］

现有研究成果多从国际环境角度理解对美缓和这一决策，但运用外交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对对美缓和

决策进行研究的非常稀少。本文试图从理性行为、官僚政治和决策者个性这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在 70 年代做出
对美缓和决策的原因。
二、对美缓和决策是国家利益考量下的理性选择
理性行为模式把国家看成一个单一的理性行为体，认为国家行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理性行

为模式的核心不在于谁去作决定，而是认为决策本身就是一个分析和选择的过程，［9］51因此，对外政策是一个国

家 ( 或政府) 为追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之间进行比较后作出的最优选择。从理性行为视角
来看，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中国正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国家的安全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 同时国际体
系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国家自身发展也需要其调整原有的对外政策，寻求与美国缓和关系。

1. 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在 50 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外交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一边倒”，转
而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既反美又反苏。这样一种同时反对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外
政策把自己跟国际社会孤立开来，本身就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1969 年 3 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了军
事冲突，中国军队成功打退了苏军的多次攻击。同年 7 月，苏联在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采取了报复性行动，打
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数十人。同时，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由于国家的安全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中国根本无力继续实行“双拳出击”的对外政策。为避免重蹈捷克

斯洛伐克被苏联入侵的命运，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选择是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上寻求援手以制衡苏联、
保证国家的安全。在诸多的对外政策选择中，同冷战两极格局中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接触并缓和中美关系、联美
抗苏，成为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选择。

2. 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60 年
代，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大搞军备竞赛，已经成为美国“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反观美
国，整个 60 年代都深陷越战的泥淖之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尼克松上台后希望从越南体面脱身。如此一来，
美苏在亚洲争霸的天平将逐步倒向苏联一方。
对于中国来说，保持亚洲地区的均势，使自己免于受到苏联的控制乃至入侵，在当时来看是最符合国家利益

的。所以，对外政策的选择就只能是和美国缓和关系，用美国的力量制衡苏联。事实上，毛泽东在珍宝岛事件后
召集了陈毅等四位老元帅研究国际形势，四位老帅最后提出的战略设想也正是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力

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对中国最具威胁的苏联霸权主义。［10］448

对美缓和决策的做出，是这一战略设想的集中体现。
总的来看，理性行为模式认为一个国家会按照自身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对外政策，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较好地解

释中国做出缓和中美关系这一决策的原因。但是，这一模式将国家简单地看成了一个单一的行为体，而忽视了国
家内部环境及其他各种因素对于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
三、对美缓和决策是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
官僚政治模式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是国内政治的结果，是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之间以及政府中不

同等级官员之间根据自身利益讨价还价、结盟、竞争、混乱的结果。［11］255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政
权，政府部门都要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因此“官僚政治往往表现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如路线斗争、权
力斗争或派别之争等”［12］。这种党内的政治博弈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始便一直存在，“文革”期间，随着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建立，党内政治博弈达到了顶峰。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历史上多次路线斗争和政治博
弈，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巧合。［12］比如，中苏关系的分裂与批判刘少奇，正是前后发生
的事情; 而中美最终建交，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时间相吻合。对美缓和决策，与当时国内的政
治博弈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外交部的政治博弈。建国以来，外交部在中国的外交系统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 政策解释者、政策把
握者、信息提供者) 。外交部作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外事机构之一，源源不断地为其他外事机构提供高层外交人
才，从而对整个外交系统持续发挥影响。［2］40虽然在文革期间，由于对外政策决策过程的高度集权化使外交部的
功能受到极大削弱，但外交部提出的专业性意见和参考材料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作出外交决策仍然具有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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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决策层出现的集团、派系之间的斗争和博弈蔓延到了外交部内部，使外

交部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了混乱［13］且近乎瘫痪，中国外交工作根本无从开展，而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决策也无从进

行，即使做出了决策也难以落实。面对外交工作的这种无政府状态，毛泽东意识到必须遏制外交部内部的这种极
“左”之风，因而和周恩来一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恢复外交工作的秩序。毛、周将“王八七”讲话的炮制
者王力进行了隔离审查，勒令其做出检讨; 在 1969 年的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会见一些外国使节
及代表团，同他们进行友好谈话，传达了中国政府愿意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从 1969 年开始，派驻各
国的外交人员重新回到自己在海外的工作岗位上。在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外交部恢复了正常秩序，从此
再未受到“文革”中大的政治斗争的冲击。由此，中国在 70 年代的外交工作得以排除干扰，正常运行，对美缓
和决策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够作出并且顺利实施的。可以说，外交部的政治博弈及其结果，为对美缓
和决策的做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

2. 林彪集团倒台。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林彪正式被确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其权力达到了顶
峰。然而仅仅两年后，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林彪本人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集团也随之轰然
倒台，这一变动震惊了全世界，也对中国外交以及对美缓和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虽然现在尚无明确的材料可以表明林彪对对美缓和决策的态度，但已经有一些证据可以反映出林彪并不支持

这一决策。比如说，虽然周恩来在呈报跟中美关系有关的参考材料时总是会向毛泽东和林彪各送一份，但是我们
几乎从来没见过林彪对于相关文件的批示。［4］270一个更直接的证据是，毛泽东后来在 1972 年 2 月 21 日会见美国
总统尼克松时说: “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14］毛泽东的这番
话，直接点明了林彪集团对于对美缓和决策所起的阻碍作用。
对于 60 年代末中国的战略调整以及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林彪集团也和毛泽东存在着分歧。1969 年中苏关系

恶化后毛泽东曾召集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四位老帅敏锐地看出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中苏矛盾大于中美

矛盾、中苏战争可以避免的现状。在同一时间，林彪集团也进行着国际形势的研究，但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
论。他们坚持认为战争无法避免，主张加强军备，随时准备开战。1969 年 10 月 18 日，林彪通过总参谋长黄永胜
向军队下达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5］林彪集团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外交上的严重
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对美缓和的进程。
“九一三事件”是对美缓和决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事件。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对美缓
和决策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在此之后江青集团的活动也有所收敛。之后，周恩来重新确立了对外交工作的领
导地位，一大批外交工作者被重新启用，这为后来的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对美缓和决策是毛泽东的个性使然
人格分析法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西方的许多学者运用这一方法分析领导者的个性与对外政

策决策之间的关系。玛格丽特·赫尔曼从人与环境关系的敏感程度研究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对政治行为的影
响［15］68，而詹姆士·戴维·巴伯则从领导人与工作的关系角度考察领导人的个性。［16］6 － 7具体到文革时期的中国，

毛泽东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他的个性以及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风格和特点，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做出。
赫尔曼认为，领导人的个性与对外行为之间的主要联系受到诸如政治领导人对对外事务的兴趣，在对外事务

领域所受到的训练以及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等因素的影响。［15］68其中，兴趣决定其对对外事务的关注程度，所接
受的训练和对外事务经验影响决策者的决策方式，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方式。［17］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对外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参与了建国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对外政策 ( 尤其是对苏政

策) 的决策过程。同时，毛泽东是一个意志坚定、较少受外部环境影响的人，这种坚定、果断、不易受他人影响
的个人色彩也充分地反映在他作各种决策的过程之中，也经常会有常人所难以预料的决策出现。在外交上，毛泽
东较为一贯地坚持了他本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较早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

外交活动中鲜明的表现出务实的风格。［18］4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早就参与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
苏共的联系。然而，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共的过程中不顾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其很多政策和指示给中共造成了极大
的损失，红军长征便是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共与
苏共一直保持着一种矛盾的关系，尽管名义上中国共产党可以完全独立行事，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经常向苏共

和斯大林通报自己的各项重大决定，无形中把斯大林和苏共当作自己的领袖。［18］这种矛盾的关系直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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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然存在，而这也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在进行对外政策决策时也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鲜明个
性: 一方面要维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不仅与苏联进行联系，同时也和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以及后来的迪克西使团有过大量

的接触和交往，对西方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样一些带有外交性质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灵活多变，以国

家利益至上，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人格，能做出诸如对美缓和这样理性、睿智的对外政策决策。
五、结论
对美缓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外交政策上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次战略调整，使中美这两个曾经矛盾深重

的大国重新走到了一起，也使中国告别了外交上的孤立隔绝状态，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为不久之后的改革开放创

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国家的层面上看，60 年代末期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 ( 主要是苏联的威胁) ，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

以及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需求，是做出对美缓和决策的动因; 从国内政治的层面上看，“文革”期间中国国内政
治博弈的结果，尤其是毛周对外交部政治博弈的干预以及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对美缓和决策的做出提供了重要的

条件; 从决策者的层面上看，作为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善于变通、理性务实的外交人格，使得对美缓和决策
最终得以付诸实践。
理性行为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和领导人个性分析模式各有优缺点，各有其不同适用的范围。不能把西方的各

种理论和模式简单地套用到中国对外政策决策上来。在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时，必须结合实际，用其所长，补
其所短，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补充，使之成为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决策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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